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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明清中国，官方对于江河湖海等水域社会的管理主要依赖于税收制度、营汛驻防和不定期的船只登记。
但是，因流动性大、居住分散、情况复杂，那些活动于江河湖海之中的大量渔、船户一直是国家需要面对的治理难题。20 世
纪 50年代初期，在陆上社会大规模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推动水域社会的民主改革，力图将国家权力深
入到以往力量薄弱的水域社会。1953 年初，“民船民主改革”在各大内河、湖泊水域全面展开。本文以江西鄱阳湖地区为
例，主要利用沿湖各县渔政档案，以及 1950 年初各县党政部门处理的大量“把头”、船民的卷宗，并结合相关中共高层文献，
不仅意在梳理“民船民主改革”运动在湖区的开展和实践过程，以及水域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过程，而且希望借此讨论水
域社会船民、船帮组织的旧有复杂结构以及外力介入下的社会经济秩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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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与资料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非常显著。除大量的平原、谷地之外，疆域内的江、河、湖、海众多，且
地域非常广阔。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书写中，这些水域社会的历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讨论。
但是，在江、河、湖、海的周边，长期生活着数量可观的人群，他们当中有些或渔或农，有些则半渔半
农，另有人以驾船、放排，甚至盗窃、抢劫为业，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这些人
依托“水域”为生，其流动性较农耕的陆上人更为频繁，生计模式和社会结构亦有所不同，可以与以
土地为生的农耕社会形成比较。
在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称之为“赞米亚”(Zomia)的广大东南亚山地社会的研究中发现，
国家的统治范围受到交通状况、军事技术以及地理条件的限制，留下了一个很难纳入统治的边陲地
带。这里生活着一群从国家逃离出来的人和那些从未被国家统治的人。在完成山地社会的研究之
后，斯科特曾提出一个更为综合全面的研究计划，讨论江河湖泊中的避难所。① 可惜这一对“水上赞
米亚”的研究设想并没有在他的书中得到充分的讨论。
在明清时期，那些游离于王朝统治边缘的渔船户，一直被国家视为湖区秩序的主要威胁者。传
统国家主要有两种管理方式:一是取保结于邻船、户族，类似于王守仁提出之“十家牌法”，实行邻
船、户族的连坐;二是借助船只停泊埠头以及各处营汛的稽查。② 但是，这两种方法收效甚微，“江
湖”一直被人们视为险恶之区，对政权稳定是一种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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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刘诗古:《“鄱阳湖上的人”:明中叶以来渔船户的生计与水域社会治理》，未刊稿。
20 世纪 50 年代初，因惧怕新政权在乡村和城市大规模推行激烈的政治运动，很多上层人士跟
随国民党逃往台湾或香港，以免于政权更替而来的政治危险。更多的人则只能留在大陆，亲眼见证
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南下与新政权的建立。一些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旧职人员，以及那些被中共认
为存在剥削行为的“地主”，整日提心吊胆。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土匪”“恶霸”“特务”和“反
动地主”利用江河湖泊的复杂地形和船只流动不定、尚难严密控制的空隙，纷纷逃入水上，把各类船
只作为逃避国家政治斗争的栖息地。
本文有兴趣的问题是，20 世纪 50 年代初共产党新政权是如何将统治有效扩展到水域社会的?
这显然面临着一系列固有的挑战，如复杂的自然地貌、不确定的水文以及船只和人群的频繁流动。
这些地理因素增加了国家对水域进行有效统治的难度，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国家力量的进入。更大
的挑战在于，晚清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日渐式微，使得水域社会的权力长期由一群“中间
掮客”把持。孔飞力(Philip A． Kuhn)认为，从国家角度看，地方社会的强大必将产生一个同国家争
夺收入来源和控制权力的竞争者。① 为此，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得不把“控制或根除中间
掮客”视为建立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
学术界已经对平原、谷地的农耕社会纳入共产党新政权的统治版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鲜有
研究对新政权如何把水上人群及流动的船只纳入统治进行讨论和分析。目前仅有的研究是田蕊关
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建立水上区的讨论，田蕊的研究重在对水上区的建立和紧缩“过程”进行梳
理，并未对如何开展“水上民主改革”以及打击清理水上旧有管理组织和特定人群进行深入的讨
论。② 另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对各地开展“民船民主改革”的历史过程作了简要的介绍。③
需要说明的是，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尚不发达，大多数货物还不得不依赖
水路运输，成本低，且运量大，是新政府不可忽视的运输力量。由此，对共产党政权而言，把水上人
群及民船组织纳入自己的政治控制，意义重大。这些水上人群不仅来源、成分复杂，而且长期流动
于水上，有着各自的组织系统和人际关系网。共产党政权要想在水上建立自己的组织和控制力，对
旧有船帮组织的改造势在必行。
本文主要以一批在江西鄱阳县发现的活动于水上世界的人物档案为中心，主要包括了在“镇
反”和“民船民主改革”时期有关部门处理的“封建把头”“特务”“恶霸”和“土匪”等卷宗。每个人
物的卷宗或长或短，数十页至数百页不等，一般卷宗内包括有案犯登记表、处理意见、判决书、调查
材料、反省书、审讯笔录和群众控告材料等内容。鄱阳县和余干县档案馆保存的部分“民船民主改
革”文书档案，对笔者了解和梳理“民船民主改革”运动的实践过程，提供了有益的辅助信息。此
外，笔者还大量查阅了业已出版的相关中共高层文献和民国报刊资料，以及一些相关人物的年谱、
传记和回忆录。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笔者对中共高层决策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地方
档案资料的把握和解读。
二 “陆上有土改，水上要水改”
1949 年，中国水运主要以内河运输为主，海运因长江口及东南沿海被封锁无法通航，进出口运
输均以外轮为主，国内船舶无货可运，公私航运业处于困难时期。④ 此外，在国民政府向台湾溃退之
际，不仅带走了一大批船只，而且还对公私船只进行了刻意的破坏或炸毁。有些船业公司出于资本
安全的考虑，或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或对共产党政权不了解而产生顾虑，预先将船只南移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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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故天津、上海、广州等港在接管时，只剩下一些破烂小船、沉船。随后成立的中国海员工会筹
备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设法把留在香港等地的中国轮船争取开回国内，成为恢复航运、支援
解放台湾急不容缓的政治任务。”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航务和航政管理上，新政权多沿用国民政府的管理办法。在中共
接管之后，中央以及各地相继开始建立和恢复航务工作，颁布了一系列船舶管理、民船运输和航务
港务的暂行办法或指示，以统一管理各省区的公私船只和水上运输。② 1949 年 12 月 18 日，在刘少
奇和李立三的亲自指导下，全国各地海员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建立了中国海员工会筹备
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提出了组织民船运输公司和开办航运专
科学校的建议。③ 1951 年 8 月 13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致信刘少奇，送审中国海员工会的民船
工作报告和关于民船工作的建议。这份报告认为:
全国内河运输的主要工具———民船运输业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困难。“黄牛”船行、封建把
头、会道门、帮派的反动头子仍然对船工船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特务分子、反动党团、伪
工会、伪同业公会仍然进行敲诈;漏网匪特、逃亡地主混入活动。他们互相勾结，控制江面，掌
握码头，操纵货运，并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④
为此，中国海员工会认为今后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要集中发动和组织广大民船工人，团结独立劳
动的民船，联合民船老板，推翻“封建把头”“特务”的反动统治，建立新的民船运输机构和新的管理
制度，健全民船运输的工会组织，逐步改善船民的生活。刘少奇同意了这一系列关于民船工作的建
议，批示设立民船管理机构统一行政管理、成立民船协会、组织工人工会和成立国营的民船运输公
司。随后，刘少奇请彭真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交通部、公安部、组织部等相关部门协商，提出切实
的解决办法，建立全国性的民船领导机构。
1951 年 10 月 10 日，彭真将“关于开展内河木船工作的指示”草稿以及中央船民工作委员会的
组成名单报送刘少奇和中央核定，又经过邓小平、邓子恢等大区负责人，以及中共中央各同志的传
阅，于 10 月 20 日形成正式指示下发各地。刘少奇认为这个指示“系指导具体斗争的文件，在一切
未准备好并展开群众斗争以前，应保守秘密，不应过早泄露给敌对分子知道”。⑤ 因此，该指示并没
有在任何刊物上发表，只限在干部中讨论。
在该指示中提到，估计全国船民约 400 万—500 万人，其中被雇佣的船工约有近 100 万。这个
数字不准确是可以想见的，但也说明船民、船工群体可能人数众多。在这样一个人数众多，且人群
构成异常复杂的群体中，迄今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工作，无疑让新政权感到极大的不安和忧虑。他们
的主要担忧是“很多土匪、恶霸、特务和反动地主，利用内河木船业的复杂情况和木船流动不定、我
们尚难严密控制的空隙，纷纷潜伏进去，把木船作为其活动的巢穴”，借此破坏内河航运系统。为了
肃清木船业中的“反革命分子”，中央明确提出要在木船业中进行民主改革，以公安部门为主体，组
织成立专门委员会。民主改革的主要打击对象，包括“黄牛”船行、荐头行以及混入民船业中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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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恶霸等五方面“敌人”。①
1949—1951 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以及财政经济的重建，让
中共中央以及各层级党政干部应接不暇，颇有“日理万机”之感。这份经刘少奇、彭真等中央领导人
亲自过问形成的民船工作指示文件，下发之后就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大
部分地区工作也未开展。据目前的资料判断，仅有西南局对此指示进行了行动上的跟进。1951 年
10 月 31 日，西南局秘书处向各省市区党委以上机关下发了“关于成立西南区木船工作委员会开展
水上镇压反革命工作的通知”，认为木船业是过去大规模镇反运动中的死角，分布在水上的各种反
革命组织和人员，还未受到应有的打击，已经成为陆上土改和镇反以后，各类反革命分子的“防空
洞”，并影响了水上交通运输安全。为此，西南局组织成立了西南区木船工作委员会，负责检查和督
促各地党委及水上各工作部门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和“西南局关于加强木船工作的指
示”的贯彻和执行，提出在 1952 年 4 月基本肃清水上五方面反革命分子。②
在差不多一年之后，即 1952 年 9 月 1 日，刘少奇致信薄一波、王首道再次提及“民船工作”，直
言“去年中央曾发出一个民船工作的指示文件，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有公安部参加，但至今并没有工
作报告，恐怕也没有工作”。刘认为，民船工作在今后应由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王首道主持，并召集
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加以讨论和布置，才能使运动发动起来。9 月 11 日，王首道回复称:“去年中央
发出指示后，各地确未做更多工作，连中央组成的工作委员会也没开会。”③王的回信证实了刘少奇
的说法，证明 1951 年民船工作指示被中央和各地忽视，并没有得到及时执行。这表明，民船业的民
主改革是由上而下发动的。
在王首道给刘少奇的报告中，还提到“迟至今天，无论从政治上、国防上以及迎接大建设的经济
意义上讲，民船民改工作都到了必须解决问题的时候，且各地社会改革已大体完成，也有力量解决
问题了”。这部分说明了 1951 年从事民船民改工作的时机和力量都不足。王首道在召开座谈会之
后认为，“去年关于民船民改的指示仍适用，应继续贯彻”，对于那些需要全面进行民船民主改革的
地方，因缺乏经验，且考虑到运输已进入旺季，在不影响运输生产的原则下，宜在冬季先以省市为单
位进行试点，明年春天再全面发动斗争，并在上半年结束。同时，王首道也提到，有些民船在淡季既
无收入或收入很少，又要修补船只，生活艰难，需要政府酌情给予贷款扶助。这些船民在解放战争
中功劳很大，支援渡江战役以及沿海作战，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对革命事业有贡献。如果新政府长期
不管他们，他们必然会有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1952 年下半年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结束，转入复查阶段。同年 10 月，第五次
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罗瑞卿在报告中指出，全国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已经比 1951 年第四次全
国公安会议时大有改进，但是从地区来看，全国仍有 20%的地方，镇反工作不彻底。不彻底的 20%
主要包括水上、山区和沿海地区，即通常国家统治不易到达的区域。于是，1952 年冬至 1953 年春，
全国镇反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开展水上镇反运动”。在新政权看来，水上人口流动性大，基层组织
基本还没有建立，不好控制，情况难以掌握，群众未发动，是造成镇反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有报告
称，湖北省五个水上公安局在几个地方摸了一下敌情，结果就发现了五方面反革命分子 4 659 名。
这个数字如何得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却让新政权感到不安，从而要求各级党委发动渔民和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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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内河木船工作的指示》(1951 年 10 月 20 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7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0—152 页。
《西南局关于成立西南区木船工作委员会开展水上镇压反革命工作的通知》(1951 年 10 月 31 日) ，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
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4 年。
《关于民船工作的信和批语》(1952 年 9 月 1 日、12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4—458 页。
居民，检举控诉，揭发水上可疑分子，水陆配合，掀起水上镇反的高潮。①
1952 年下旬，在水上开展镇反运动，不把水上阵地留给“敌人”，已经成为中共高层乃至全党的
共识。但是，罗瑞卿也明白，“这个问题(水上镇反)比之会道门更困难一些，因为不明情况，也没有
经验”。党内有些人感到为难和害怕，但罗坚持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与此
同时，罗瑞卿提议，在水上进行镇反工作，在政策和策略上很值得研究，不仅要依靠苦力工人，还得
团结船民、船主，组成统一战线。罗还提道:“水上镇反是否从民主改革着手?是否以民主改革的形
式达到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目的?亦很值得研究和考虑。”②由此看来，水上民主改革的实质就是
镇反。
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再次对民船民主改革工作发
出指示，认为内河与沿海民船数量很大，情况复杂，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管理困难，民船绝大部分还
处在无领导无组织的状态，且船民生活极度困难，船只残破不堪，对运输事业不利。在这份文件中，
中共中央一再检讨“解放三年来我们很少顾及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各地忙于中心工作，对此未引
起重视”，并重申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中央主张如土改一样派出工作队，工作队人数可
按船民 1%配给，经费供给标准与土改队一样。③
同年 12 月 2 日至 11 日，交通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船工作会议。据该会议的总结报告称:
“广大船工船民迫切要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陆上有土改，水上要有水改＇，反映了水上人民
的迫切愿望。”从上述一系列文件的梳理看，并没有证据表明广大船工、船民主动迫切要求进行“水
上改革”，民船民主改革实际上是新政权自上而下推动的一场改革。与“陆上有土改”一样，“水上
要有水改”也是新政权为了改造旧社会和强化国家统治的既定政策。这次会议明确了民主改革的
打击对象必须严格地以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指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
分子)及封建把头、走私贩毒主犯等为限。此外，此次民主改革着重于政治斗争，不进行经济清算运
动，也不提反对帮会的口号，并力争做到改革与生产两不误。简言之，民船民主改革核心目标是肃
清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头。④
三 “民船民主改革”的地方实践
自接到中央关于民船改革工作的再次指示后，1952 年 11 月开始，江西于省、专区、县先后成立
水上民主改革委员会，组织力量进行水上情况的初步调查。在 12 月中央、中南局民船工作会议之
后，江西省也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水上民主改革的工作计划。此后，省、专区抽调了船工、船民积极
分子 1 061 人，进行了一个月半的训练。1953 年 2 月，水上民主改革委员会改称为江西省人民政府
民船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民船和发展内河船运等。据一份报告显示，1953 年初，全省共抽调干部
1 537 人，加上船工、船民中的积极分子 357 人，投入了民船改革运动，每个专区都有 1—2 名地委委
员亲自领导。历经 8 个多月，全省 96 条干、支河流，130 个大小港口，进行了民船民主改革，参加的
各类船舶达 47 568 只。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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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罗瑞卿同志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关于“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与今冬明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计
划要点”的报告》(1952 年 10 月 12 日)，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印《历届全国公安会议文件汇编(1949 年 10 月至 1957
年 9 月)》，2014 年，第 125—136 页。
《罗瑞卿同志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总结》(1952 年 10 月 18 日)，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印《历届全国公
安会议文件汇编(1949 年 10 月至 1957 年 9 月)》，第 136—140 页。
《中共中央关于民船民主改革工作的再次指示》(1952 年 10 月 19 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10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9—113 页。
《中共中央批转王首道关于全国民船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1952 年 12 月 30 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10 册，第 472—477 页。
《江西省民船民主改革运动的基本总结报告》(1953 年 7 月 29 日)，县委秘书室档案 1001—2—5—36，余干县档案馆藏。
1949 年以前，江西省的木船运输业基本上由船民自己修造和驾驶船只。大船由船主雇用舵手、
水手，小船则由夫妻或父子兄弟驾驶，船上管理除“船老板”外，有分舵把子、头把子、二把子、水手
等。① 据 1948 年江西水上警察总队的调查，江西境内木帆船种类达 92 种，共有 19 236 艘，船籍分属
全省 75 个港口。木帆船种类繁多，或以形名，或以地名，或以质名，主要有抚船、土苟子、罗滩子、桐
壳子、菜根子、鸭艄子、渔船等。其中抚船属于深水型，多行驶于抚河及鄱阳湖水域，是江西内河主
要船种之一。其他则主要行驶于赣江、鄱阳湖及其他内河流域，其中鸭艄子因船体较为厚实，稳定
性好，可在长江上行驶。②
船民的组织叫“船帮”，多数按船只或船民的来源地区划分，船帮的头目叫“把头”。有人把“船
帮”的兴起追溯至清代的漕运制度，并认为与“青帮”关系密切，很多船民都是“青帮”成员。③ 后来，
国民政府也介入到船民和航运的管理，推行船帮登记制度。如江西鄱阳在清末就成立有“四帮公
所”，设经理一人，下辖鄱阳、都昌、浮梁、祁门等帮。1933—1936 年间，有 15 个船帮向县政府进行了
登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鄱阳又成立了县民船公会，下设余干、都昌、抚州、赣州等 17 个船帮，各
帮设有经理。④
在江西省，除了赣江等河流外，最主要的水域是鄱阳湖。环鄱阳湖的南昌、上饶、九江三个专区
民船数量最多，船工、船民人数最众。1949 年 5 月，解放军攻占南昌等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
党政府的航务办事处后，成立了新的航运局。7 月，在支前委员会统一部署下，江西航运部门参加
了部队的支前运输，至 11 月结束。那时的船只大多数都是木质结构，轮船非常少，而鄱阳县已经有
4 家轮船公司。1950 年 3 月，鄱阳县私营“昌江”“鄱江”“同安”“赣北”4 家轮船公司率先实行联
营，随后并入国营江西省航运公司鄱阳分公司。故此，至 1953 年民船民主改革时，主要是在木船中
进行。由于新政权对于水上情况不熟悉，工作基础薄弱，先在南昌、吉安、赣州、樟树、景德镇、抚州
的浒湾、九江的都昌等 7 个港口进行试点工作。⑤ 同年 4 月，“民改”全面铺开。
鄱阳县共有 5 条主要河流，即信江、昌江、乐江、东河、西河。全县共有鄱阳、漳田两个较大的港
口，其他小港口 26 个。这些小港口没有运输船定港，大都只是运输船经过之地，或是半农半渔的渔
船停靠。因此，该县确定民改以鄱阳港为主，漳田渡次之。⑥
前文提到，“民船民主改革”的实质是要进行“水上镇反”，但新政权对水上情况不熟悉，各类材
料没有被很好地搜集，因此首要的任务是要尽可能搞清楚水上“世界”的实际情况，掌握水上船只和
人口的数量，以及船民参加组织、帮派和会门等的信息，然后进行船只、船民的定籍、定港，建立新的
水上管理机构和内河运输组织。鄱阳县水上民主改革办公室将已掌握、群众密告和外地转来的材
料进行了整理，作为登记的参考。⑦ 这个过程属于常规的行政调查和登记，类似于明初的户帖和黄
册制度，以及王守仁提出的渔户牌甲登记。这是国家把人口纳入统治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在调查
和登记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与船民进行直接的接触，发现一些支持运动开展的“积极分子”，并搜
集水上五方面“敌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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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舵把子指的是掌舵的人，管理全船的业务，头把子即技术较高的水手，指挥全船的人员航行，一般水手要听从他的分工。
巨流:《都昌航运及船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都昌文史资料》第 4 辑《城镇史专辑》，
1992 年，第 187—193 页。
《江西内河航运史》编审委员会:《江西内河航运史(现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3—77 页。
巨流:《都昌航运及船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都昌文史资料》第 4 辑《城镇
史专辑》，第 187—193 页。
江一柱:《鄱阳港的船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波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波阳文史资料》第 6 辑，1990
年，第 99—102 页。
《江西内河航运史》编审委员会:《江西内河航运史(现代部分)》，第 103—105 页。
《鄱阳县水上改革民主斗争运动的基本总结与今后工作布置》(1953 年 6 月 24 日) ，文书档案 W4—3—2，鄱阳县特殊人物
档案室藏。
《鄱阳县水上民主改革办公室准备工作进行情况》(1953 年 2 月 8 日) ，文书档案 W4—3—2，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根据中央的规定，“民船民主改革”的干部是按船民的 1%配备。鄱阳县水上民主改革委员会
的主任是县委书记刘冠卿，副主任是县委委员、公安局副局长姚国庆以及不确定职位的李书芳，另
有其他 10 个委员。① 在调查、登记阶段，成员主要以水上派出所②为主干，配以县公安局、总工会的
干部组成。该部分一共 11 人，其中水上派出所 7 人，县公安局 2 人，总工会 2 人，分成登记保管、宣
传教育与组织了解三个小组。③ 登记工作从 1953 年 1 月 24 日开始，分类对民船、渔船、渡船进行了
登记。直至 5 月底，民船和渡船的登记已达 90%左右，渔船仅登记了 511 艘。船民、船工对政府的
登记工作充满恐惧，出现了各种不安的猜测和顾虑，纷纷利用船只的流动性来逃避国家的登记。
在水上进行民改的干部看来，船民对登记和编港籍有抵触，是因为担心这会限制船只去别处揽
活搞运输。有些渔民则强调生活困难，要搞生产，没有钱照相和领取船民证。还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都在表达他们不想进入国家登记系统的意愿。这些文字之所以出现在水上民主改革的报告中，是
因为基层工作人员借此向上级部门表明水上登记工作的困难。在登记过程中，水上民主改革委员
会接到各类坦白材料 106 件，获得检举材料 31 件;同时，在船民中培养积极分子，建立耳目系统，收
集日常生活中的异常情况，并积极发现新的“敌人”线索。那些配合国家登记的人，很容易就被接受
为“积极分子”，而那些抗拒登记的人，则很可能被共产党干部视为“落后分子”“反革命”或“封建把
头”。
与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相似，水上民改也注重船工、船民的发动以及政治觉悟的提高。据参加
过余干县水上民主改革的黄文政回忆，“水上民改工作非常艰苦，因为改革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船
工、船民要靠运输为生，不能停船坐港进行改革”。④ 不同于陆地上的农民，船工、船民离港搞运输，
来回就需要几个月时间，这就要求参加水改的干部和他们“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在这个
过程中调查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和发动群众。中共干部使用他们惯用的“扎根串联，阶级启发教育，
培养苦主，发现积极分子，制造阶级仇恨，组织斗争会”等一系列在其他运动中已经成熟的办法。目
前留存下来的文献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尚不清楚中共干部如何与那些流动的船民、船工
进行接触和联系。但是，5、6 月的一些总结报告显示，鄱阳全县登记船舶 1 600—1 700 余只，水上总
人口超过 5 000 人。至于这些统计数据如何得来，1953 年 5 月初上饶专区民船工作委员会曾经给
各县下发 9 种统计表格以及填写说明，各县民船水改办公室翻印下发到了各港水改负责人，要求每
月造报一次。在填写说明中特别提到，如果有不能确定的数字，可估计约数填入。5 月 19 日，余干
县民改办公室在一封给各港负责人的信中，提及上次各港统计的 9 种表中，出现“一部分表与表中
的数字有出入，数字之间不能吻合”的现象。这提醒我们对待这些数字要谨慎。
1953 年 4 月 27 日，中南民船工作委员会下发了一个通知，内称:“据反映未登记定港船只不允
许航行及不给停泊在本港的外籍船只配货，已影响运输及引起船民很大不满。”这从另一个角度提
示，船只定港问题历经几个月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依然有些船只尚没有完成登记，各地
不得不采取一些办法来敦促船只尽快完成登记手续。因此，笔者并不认为中共干部造报的数字包
括了全部水上人口和船只，但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水上已经有多少人口和船只进入了国家的登记系
统。谁愿意登记，谁不愿意登记，表明的是一种政治态度，以及对新政权的认可。只有登记了方可
加入船民协会，获得运输货源的信息。
随着水上登记的进展，工作人员发现很多港口的船只在陆地上都有家，且或多或少有些田地，
有许多的船只还是半农半船性质，从事运输业务有很强的季节性。如余干县的马背咀，陆地上有家
的船只占了全港的 80%。很多船主、船工不是常年居住在船上，而是在陆地上有固定的家，并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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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鄱阳县水上民主改革准备工作计划》，无具体日期，文书档案 W4—3—2，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鄱阳水上派出所，1952 年 10 月组建，由省厅水上公安局指派所长，隶属于省厅水上公安局管理。
《鄱阳县水上民主改革办公室准备工作进行情况》(1953 年 2 月 8 日) ，文书档案 W4—3—2，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黄文政:《对我县水上民主改革的一些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余干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余干县文
史资料》第 9 辑，1992 年，第 13—21 页。
季节性农田生产。此外，在同一个港口，船民之间因姓氏、船型、大小、帮会的不同时常出现矛盾。
以马背咀为例，全港共登记船只 361 只，其中以船型倒划子为业的程姓就占了 50%以上，其他人不
得随便驾驶倒划子，如要撑驾倒划子从事运输，就需要向程姓交纳船头费，每年每船收谷 5 斗。①
综上所述，在水上民改的开始阶段，地方干部一般会对船只人口、运输网络、社会组织和帮会派
系等进行了解和掌握。在水上民改正式开始之后，地方干部开始进行固定港籍、编组编队、登记户
口、划分阶级、建立船民协会等工作。这些工作流程与陆地上的多数政治运动相似，且此时已被中
共各级干部熟练掌握。与陆地社会一样，新政权想要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民船运输业中，就必须想
办法瓦解或消灭民船业中已有的宗族、帮会等组织。这个过程必须拥有“合法性”，需要船工、船民
的积极配合，通过他们的诉苦、控诉与检举，从而获得处理和斗争“五方面敌人”的“正当”理由。但
因此时陆地上已经比较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水上民主改革”实际上是新政权
对水上人群开展的一次“镇反”。
按照中央的方针，与陆地上的镇反运动一样，水上镇反也有一个控制指标，中央认为打击面不
宜过大，处理人数应约制在总人口的 1． 5%以内。对于何谓“封建把头”，中央也曾做过说明，“依凭
特权势力，拢络流氓打手，把持船行码头，政治上横行霸道，经济上敲榨盘剥，操纵货源、劳力以及任
意摊派负担等，为广大群众所痛恨，在解放后仍未改变者”。② 但因水上民改不直接处理经济上的重
新分配问题，仅是发动群众处理一批水上“反革命”和“封建把头”，在程序上比土地改革简单了许
多，需要做的是确定目标和审理判决。
四 对水上“船帮把头”的处理
1953 年 10 月，在一份“水上反革命彻底程度判定表”中，提及鄱阳县“反动势力”对水上进行统
治的概况。这类文件充满了惯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但从中可以对国民政府水上管理机构有一个大
概的了解。鄱阳县紧靠鄱阳湖，交通运输以水路为主，过去曾有鄱湖司令部情报所、二三集团军总
司令部情报分处、别动第三支队军警联合稽查处、国民党庐山区党部第十区分部、新建会等多种政
治组织活动。在鄱阳湖及各内河水域，国民政府还设有水警队、驿运站，与地方上各船帮帮头及公
会负责人形成水上管理网。在共产党政权看来，这些旧有的水上机构在“政治上横行霸道”“经济
上敲榨盘剥”。船民除了向国民政府缴纳苛捐杂税外，还要交帮头费、封差费，以及无名的勒索。③
中国社会也有“江湖险恶”之说，不仅指江湖水文环境变化无常，行船常遭遇恶劣天气，也指江湖之
中盗匪猖獗，时常遭到打劫，面临人财两空的风险。在都昌船民之间流传有一首歌谣说:“一怕封船
打差，二怕土匪山寨，三怕狂风恶浪，难防浪打沙埋。”④
在另一份鄱阳港水上派出所写的“1953 年年终工作总结”中，更清晰地把 1949 年以前的水上
管理机构分为“官匪”“反动会道门”和“姜周两派”，以及船民的组织“船帮”。⑤ 多份材料显示，1943
年在鄱阳县民船业中组织成立了县运输大队，由民船公会理事长何有福任大队长，并选为县参议
员，其他各船帮头为中、分队长。在轮船业中则成立了赣东北轮船总局，委任王传宝为总经理，负责
全县的轮船运输。另有一些与水上有关的人也时常在各类文件中被提及，如郑伯涛、詹可希等人，
一直被视为姜派安插在水上运输业的代理人。⑥ 这样一批被新政权视为过去水上统治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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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余干县马背咀民船民主改革结束总结》(1953 年)，县委秘书室档案 1001—1—5—25，余干县档案馆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 889 页。
《水上镇压反革命彻底程度判定表》(1953 年 10 月)，文书档案 W4—3—5，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巨流:《都昌航运及船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都昌文史资料》第 4 辑《城镇史
专辑》，第 190 页。
《鄱阳港水上派出所 1953 年年终工作总结》(1953 年 12 月 28 日)，文书档案 W4—3—5，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水上镇压反革命彻底程度判定表》(1953 年 10 月)，文书档案 W4—3—5，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鄱阳港水上派出
所 1953 年年终工作总结》(1953 年 12 月 28 日)，文书档案 W4—3—5，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的人，在鄱阳地方上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在“民船民主改革”运动中又是如何被检举、审讯
和定罪的?以前限于资料我们对这批人所知甚少，直到笔者在鄱阳县档案室陆续找出数十卷在“民
船民主改革”运动中被逮捕和处理的水上“把头”案卷。
在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鄱阳县已经对地方实力派、旧官僚、伪职人员及其他“反革命
分子”进行了持续的清理和斗争。① 1951 年 12 月 7 日，“民船民主改革”还尚未开展，因鄱阳县搬运
工会的检举，郑伯涛被公安机关逮捕。郑伯涛，原籍安徽，逮捕时 50 岁。郑的历史经历非常复杂，8
岁至 13 岁读私塾，14 岁经亲戚介绍到鄱阳典当行做学徒，而后先后在税务局、国民党军队、印花局、
警察局、情报所以及余粮采购办事处、田粮征收处等机构任职。此外，郑还被视为鄱阳县青帮的总
当家、总老大，姜派嫡系分子。县公安局、人民法庭对郑的审讯处理非常迅速，12 月 7 日逮捕，12 月
26 日作出判决，1952 年 1 月 10 日被执行死刑。公安局侦察股、政保股对郑的调查和材料搜集早在
1951 年 9 月以前就已开始。在政保股之后，又有鄱阳县民主改革委员会补充材料。② 对郑伯涛的近
百份检举、控诉材料，绝大部分形成于郑被捕之后。检举者大多是与郑有或多或少接触的个人，也
有各类有业务关系的商号、轮船工人，甚至还有全村近百个群众签名的控诉书。③
对于郑伯涛的青帮身份，他自己在口供中有承认，并提到招收了学徒 40 多人。有文献说，青帮
传入鄱阳是在 1932 年，刘建中是第一代，赵瑞庭等是第二代，郑伯涛是赵瑞庭的大徒弟。④ 在鄱阳
青帮中，以赵瑞庭这支的势力最大，徒众以城市和河边为多。在 1949 年以前，郑伯涛一直是国民政
府体系中的职员，1949 年郑开办了昌江轮船公司，并于第二年开了一家人民戏院。1950 年 3 月，昌
江轮船公司被要求联营，合并到船运鄱阳县分公司，郑伯涛转为船运公司业务股股长，1951 年又到
“同义船”当管理员。⑤ 郑伯涛的这类举动很容易被视为有“潜入水上，逃避斗争”的嫌疑。
1951 年 12 月 26 日，鄱阳县人民法庭鄱阳市分庭以“一贯进行反革命工作，组织反动武装，企图
破坏我人民政权，在任伪职杀害人命，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在“事实”一栏列举了伪职、
青帮、贪污等“罪行”。⑥ 该案的审判长孙嘉文还专门写了一个“审理意见之说明”，说明郑氏“进行
反革命工作，又系青帮头子，杀害人民，强奸妇女，贪污勒索”等。⑦ 此后，鄱阳县将此案转呈浮梁地
委审核，1952 年 1 月 7 日浮梁地委黄永辉等签署同意“处死刑”的意见。⑧
在水上或民船民主改革委员会未建立以前，涉及帮会、工矿企业的改革都由县民主改革委员会
负责处理。郑伯涛的案子就有鄱阳县民主改革委员会的介入，1952 年永兴船帮帮头丁先智的逮捕
和审理也是由民主改革委员会出面的。丁先智，是年 51 岁，原籍湖北人，读过一年半的书，出身是
驾船的。民国时期，从湖北逃难到了鄱阳。作为船帮帮头的丁先智被人民法庭判了“四年徒刑”，而
后又被赵渊、刘冠卿改判为“两年徒刑”。与郑伯涛相似的是，对丁先智的检举、控诉材料也多是在
他被捕之后出现的。在审讯中，丁先智承认在当船帮经理和船舶队副的时候，受国民政府的命令派
船民去转运军粮，即封船打差，但船民不愿意去，因没有运输费，属于差役的性质，因此引起船民对
他的痛恨。⑨
1953 年，水上或民船民主改革委员会成立，在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摸底之后，逮捕了一批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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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可参考刘诗古:《“失序”下的“秩序”:新中国初期土改中的司法实践———对鄱阳县“不法地主案”的解读与分析》，《近代
史研究》2015 年第 6 期。
《1951 年郑伯涛军统特务案》，业务档案 Z1—2—157，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1951 年郑伯涛军统特务案》，业务档案 Z1—2—157，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李舜鸿、汤富祥:《波阳的青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波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波阳文史资料》第 2 辑，
1987 年，第 70—72 页。
《郑伯涛口供之整理》，时间不详，业务档案 Z1—2—157，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鄱阳县人民法庭鄱阳市分庭刑事判决书》(1951 年 12 月 26 日) ，业务档案 Z1—2—157，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审理意见之说明》，时间不详，业务档案 Z1—2—157，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案犯结案登记表》，时间不详，业务档案 Z1—2—157，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1952 年丁先智恶霸案》，业务档案 Z1—3—171，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恶霸”或封建“把头”。在抗战以前，鄱阳县就有船帮系统，1933—1936 年间相继有 15 个船帮向县
府呈报登记。至 1949 年前夕，鄱阳港共有 20 个船帮。另据西河帮帮头胡廉介绍，抗战胜利之后成
立了民船公会，由何有福任主席兼理事长，下面有 17 个船帮。① 像何有福这样的“当权派”肯定是民
船民主改革的首要对象，1953 年初被该委员会逮捕。何有福，原籍余干县一区河埠乡人，是年 61
岁，住在鄱阳镇沿河街 62 号。据帮头阮庆龙反映，在过去，何有福做过两次民船理事长，第一次是
接替左炎生，第二次由南昌熊某移交。何本人带有 5 个船帮，余干、进贤、鹰潭、贵溪、余江，他的儿
子何光辉带有 2 个船帮，即乐平和万年。1946 年，何光辉担任船舶队长，在船上大事勒索。1949 年
5 月，第二野战军开展支前工作，当时调派船只都是由何有福的儿子负责的，何有福并未露面。②
何有福“恶霸”案一共 272 页，其中群众检举、控诉之资料占了半数以上。除了鄱阳本地的资料
外，民改委员会还向余干县民船改革委员会写信了解何有福在余干的情况，余干先后三次给鄱阳县
寄送调查资料。在船民的检举材料中，大量涉及对何有福“封船打差”的指控，认为何以“封船打
差”为名向船民行敲诈勒索。③ 所谓“封船打差”④指的是在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军政
人员经常会因运输的需要，就地征调民船进行军事物资的搬运，很多时候不给船民“搬运费”，或者
运费被船帮“把头”吞没，船民不仅得不到运资，有时还会面临危险。故此，船民对“封船打差”十分
害怕，时常千方百计躲避。⑤
据船民王违成控诉，1945 年因到处“封船打差”，他只能把船停泊在乐亭乡躲避，不料何有福和
丁先智亲带枪兵数名前往封船，他的船被封打差，他不得不筹借银洋 4 元交与何有福，才被免于打
差。⑥ 此外，另有指控称:“民国三十三年，何有福带枪兵封船打差，有船民卢定君见封船就逃跑，结
果被何叫枪兵打死。”检索民国报刊数据库可以发现，“封船打差”问题大量见于各类报刊，是较为
普遍的社会现象。1943 年 12 月，江西省驿运管理处军事委员会江西船舶总队部发出训令，提到
“常有少数军警强捕渔船供应军差情事，但是赣江沿河数百里渔民不下于千余户，大都贫苦困难，各
家均系一叶扁舟漂泊水上，男女老幼同居舟中，操作勤劳，勉维生活，一旦封差何以聊生”。⑦ 这类当
局制止随意“封船打差”的禁令时常可见于民国报刊之中，但似乎鲜见实际效果。除了“封船打差”
之外，何有福对属下各船帮的民船运输还要抽取一定的分成费用。
1953 年 6 月，何有福被鄱阳县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在水上人群比较多的
地方张贴了布告。该布告中提及，何有福的死刑得到了江西省人民政府的批准。6 月 27 日在五一
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何的“罪状”，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可见，新政权把何有福视为水上旧
势力的典型代表，对他的镇压也被当作一场“仪式”。还有一批类似的“水霸”，如被称为“水上大
王”的王传宝、马甲帮“把头”喻子林、永兴帮幕后帮头胡锡福、广丰船帮经理毛仕铨以及“反动党
团”骨干黄怀经等，相继由水上或民船改革委员会逮捕，经群众的检举、揭发以及公安局、人民法庭
的审理，判处死刑或徒刑。
以鄱阳港为例，在水上民改前后发现与掌握的“五方面敌人”有 67 名，其中“特务分子”11 名、
“土匪”13 名、“恶霸”32 名、“反动党团员”骨干 3 名。在运动开展前，杀“特务”1 名，就是前文提及
的郑伯涛，关押了“特务”3 名、“恶霸”11 名、党团骨干 1 名、“土匪”1 名，共计 16 名。在运动过程
中，打击“敌人”26 名，其中杀“特务”2 名，其余均系关押、判刑或释放处理。在水上民改结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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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江一柱:《鄱阳港的船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波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波阳文史资料》第 6 辑，1990
年，第 99—102 页。
《1953 年何有福恶霸案》，业务档案 Z1—4—329，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1953 年何有福恶霸案》，业务档案 Z1—4—329，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可参阅潘前芝:《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船征用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0 年第 1 期。
程渭水:《旧社会船民的苦难》，政协江西省余干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余干县文史资料》第 12 辑《交通专
辑》，1995 年，第 84—86 页;江西省赣州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赣州地区志》，新华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21—1023 页。
《船民王违成控诉封建把头何有福》，具体时间不详，业务档案 Z1—4—329，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室藏。
胡嘉诏:《奉令饬严禁封扣渔船等因令仰遵照由》(1943 年 12 月 28 日) ，《江西驿运》1944 年第 2 期。
又相继关押了“土匪”“恶霸”等 16 名。在“水上民改”中，判处死刑的数量并不是太多，这与民主改
革中提出的“反封建、不反资本;反封建、不反技术;斗首要、不斗一般”政策基本吻合。① 1953 年底，
水上工作检查组对鄱阳县“水上民改”的意见是“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水上的敌人基本上肃清
了，群众亦基本发动，水上基层组织有了初步的建立。但我们认为只能说是基本彻底，因尚有敌人
还未打击，群众觉悟不够，船只管理还未系统建立起来”。②
在全国“水上民改”运动正在如火如荼之际，1953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则运粮救灾
的报告，其中提到“交通运输部门尤应将运粮当做当前主要任务之一，南方地区民船改革等运动应
保证不妨碍粮食调运，否则即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酌予推迟”。③ 结合 1953 年《人民日报》一则消
息，“民船占内河全年运输量百分之七十四强，轮船则仅占内河全年运输量百分之二十五强。由此
可见，木帆船虽系一种落后的运输工具，但在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里，仍居相当重要地位”。在
1949 年之后中国财政经济重建过程中，“征粮”以及 1953 年出台的“统购统销”制度，都发挥了关键
性的作用，但也面临着大批粮食的调运问题。对水上民船运输业进行“民主改革”，对保证大规模经
济建设所需的运输力奠定了基础。
“水上民主改革”取消了民船运输业旧有的管理机构———船帮，并对船帮“把头”进行了政治斗
争，基本上打掉了介于国家与船民之间的中间管理组织。1953 年 7 月中旬，中南局内河局召开了历
时 6 天的中南六省航运局长会议，着重研究内河“民改”之后的航运管理工作。会议认为，民船是一
支现成的、可供利用的运输力量，载重吨位占水上载重总量的 95%左右，在今后若干年内，仍有其极
其重要的作用。这次“水上民改”运动被认为扫除了民船运输的障碍，摸清了水上情况，有利于党在
水上建立自己的组织。
根据江西省委的决定，省、地委及船只较多的县委应吸收水上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参加，成立
内河工作委员会，逐渐撤销原来的民船工作委员会。此外，为了港口和码头的领导，须建立水上党
委与政权机构。经过“水上民改”的调查和登记，真正的船主非常少，只占了水上总人口的 1%左
右，大多数都是水上的劳动者。在水上雇佣关系中，固定工人的比重极小，各省基本上只占 10%上
下，甚至大多数的船民都是半船半农性质。由此，中南局建议各地有步骤地撤销水上工会组织，重
点发展船民协会，并在船民协会中成立船工小组。④ 此后，船民协会被视为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水上
各阶层人民的一个主要群众组织，并配有一定数量的脱产或半脱产干部。根据江西省民改结束时
的数据，船民协会的组织面只占水上应组织群众的 58． 19%，还有很多的船民尚未加入船协，距离中
央要求的 80%尚远。⑤
通过“水上民主改革”运动，共产党政权完成了对水域社会及民船运输业的改造，不仅初步进行
了船只和船民的登记，而且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打掉了一批过去的掌权者，把国家的政策带给了广大
的船工和船民，并在他们当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样一来，内河民船运输业就从旧有的船帮、船行
及帮头的手中纳入了新政权的直接控制。这对 1949 年后大规模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运输保障，以江
西省为例，直到 1957 年河运依然占全省货运总量的一半以上，铁路较河运稍小，而公路在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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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1951 年 11 月 5 日) ，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9—405 页;《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在生产中进行
民主改革的报告》(1951 年9 月29 日)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1949 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第 816—821 页。
《水上工作检查组对鄱阳港情况检查与今后工作的初步意见》(1953 年 12 月 28 日) ，文书档案 W4—3—2，鄱阳县特殊人
物档案室藏。
《中共中央批转粮食部关于运粮救灾的报告及中财务的批语》(1953 年 4 月 25 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12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9—143 页。
《各省市内河航运工会主任联席会议对几个问题讨论总结》(1953 年 7 月 29 日) ，县委秘书室档案 1001—2—5—36，余干
县档案馆藏。
《江西省民船民主改革运动的基本总结报告》(1953 年 7 月 29 日) ，县委秘书室档案 1001—2—5—36，余干县档案馆藏。
上作用不大。其中内河货运的主要货源为粮食及矿物性建筑材料，几乎占了总量的一半，其次为煤
炭、木材、盐和金属矿砂等。①
余 论
1949 年以后的 30 年，中国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几乎将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每个运
动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与特定的运动对象，并维持着高潮与低谷、“左”与“右”的微妙平衡。这些运
动起初旨在消灭潜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军事敌人、民间反对势力以及旧政权的地方代理人，但同时也
不断冲击着每一个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共产党被视为是最有群众动员能力的政党，通过
各类运动第一次顺利地将国家权力深入到中国的乡村社会。但是，“国家”的统治一直有其自身的
局限性。相对于平原和谷地，山地高原、江河湖海因其复杂的地形，有效阻碍了国家力量的进入，从
而形成一个斯科特所称的“水上赞米亚”。中国共产党在接管政权之后，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即
如何把国家权力深入到这些以前统治力量薄弱的水域。
有研究指出，在唐宋以前水域完全是“化外之地”，尚未纳入王朝行政系统。元代以后，这一状
态才得以渐次改变，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河泊所设置。明洪武年间，河泊所在内陆水域和沿海普遍得
以建立，大部分水域纳入了王朝的行政管辖。然而，这种行政管理仅仅限于赋税管理，对于水上活
动人群依然缺乏管控。清代在水域又设置了营、汛等军事组织，民国部分沿袭了这一制度，成立了
水上警察制度，目的都是维护水上治安。民国政府也尝试对水上人口、船只等进行过登记，但收效
甚微，依然难以掌握水上人群的情况。②
从整个国家政策而言，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水域社会的改革放在整个社会改革的前列，可能的
原因是中共对水域社会的情况不熟悉，在工作上没有经验，而土地社会不仅地域更为广阔，而且涉
及的人口数量也更大。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初期，中共中央及各级党政干部都在全力应付土地社会、
经济秩序的重建，并无多余的干部及精力去开展水上改革。这也是 1951 年“内河木船工作指示”发
出以后无法在中央及基层得以开展的主要原因。1952 年底，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基本结束，中共中
央重提在民船中开展民主改革，才得以重新自上而下逐步对水上民船运输业进行“民主改革”，实质
是要在水上开展“镇反”运动。
当然，“民主改革”不限于水上民船运输业，在厂矿、交通、企业等行业、部门都相继开展过，目标
是“消灭封建势力和废除压迫工人的制度”和“解放社会生产力”，性质是“社会改革”。1956 年之
后，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废除前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民主改革。③ 这些地区、行业或部门都
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有着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运作制度。在 1952 年全国民船工作会议以后，省、
专区和县相继建立了水上民主改革或民船民主改革委员会，工作干部主要以交通和公安系统为主，
并有民船中的积极分子参与。第一步就是进行船只、船民的登记，并在这个过程中了解水上社会情
况。
对于水域社会的改造，共产党政权依然使用最熟悉的政治运动办法，不过是陆地社会改革的
“翻版”。但是，流动的船只和船民，相比耕种固定土地的农民，在管理和控制上对于国家而言更具
难度和挑战。船只、船民及家属登记，编港定籍，是清代以来就一直尝试的办法，但实际效果并不尽
如人意，并没有建立有效的控制。共产党政权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初步掌握了进入管辖的船只与
船民数量，而那些依然不愿意进入政府登记的人和船则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政治及生存压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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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科学院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编著《华中地区经济地理(湖北·湖南·江西)》，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39—141 页。
张伟然、李伟:《论中国传统政治地理中的水域》，《历史地理》2016 年第 2 期;刘诗古:《明代鄱阳湖区渔课制度的建立及
其演变———以〈嘉靖二十一年都昌县渔米课册〉为中心》，《新史学》第 28 卷第 1 期，2017 年。
可参阅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 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黄正林:《民主
改革前后甘川青藏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10 期。
“民船民主改革”中，有一批过去活跃水上的船帮帮头在不同的罪名下被扣押和审讯，处以不同程度
的惩罚。
与以往做法不同的是，共产党政权并不过多地依赖旧有的“中间掮客”群体，而是把大部分权力
交给政治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或久经革命考验的党员干部，并用一系列政治运动逐渐消灭了存
在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地方代理人。对于内河民船业而言，“船帮”是一个重要的基层船民运营组
织，而“把头”则是传统民船运输业中的主要管理者。共产党新政权要想把统治力量深入到水域社
会和民船业，与广大的船民、船工建立直接的联系，就必须弱化或根除那些非国家性质的社会组织
与中间代理人，才能有效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本研究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
人类学”(项目编号:AoE /H －01 /08)之资助。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南六省农村调查
资料整理与研究(1949—1954)”(14AZS009)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提交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第
四届中国当代史三校工作坊”、德国弗莱堡大学“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the Early People＇s Ｒepub-
lic of China”和上海社会科学院“1949 年以后的中国:国家战略与地方经验”等国内外学术研讨会讨
论，曹树基、冯筱才、董国强、徐锋华、加岛润(Jun Kajima)、郑维伟、沙青青等学者在点评与讨论过程
中给予了笔者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林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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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为加强中国经济史学界青年学者的交流，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发起了中国经济史青
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旨在为青年研究者搭建学术平台，鼓励青年学者关注经济史研究的基础问题和前沿研究，展示最新
科研成果。会议也邀请中国经济史学界知名专家为青年学者的研究提供意见，以图经过充分讨论，有所收获。
继 2018年 4月成功举办了首届研讨会之后，《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将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第二届
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拟于 2019年 4月 20—21日在上海召开。大会现面向学界公开征稿，欢迎广大青年学者踊
跃赐稿。
一、征文范围
凡与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相关的议题均所欢迎，尤其欢迎在资料、方法、观点上有所创新的研究。
二、投稿要求
1．第一作者年龄须在 45 周岁以下(1974 年 3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2．主题与字数:结合作者研究领域，题目自拟，字数
控制在 3 万字以内。3．学术规范:未公开发表的原创性论文。4．体例格式:参照《中国经济史研究》文稿体例及注释格式规
定，详见 http:/ /www． zgjjsyj． org / Journal /769(进入后点击“格式规范”) ;文末请附作者详细信息(姓名、单位、联系电话、研
究领域)。5．征文截稿日期:2019 年 3 月 8 日。6．投稿方式:请将论文电子版发送至 zgjjsqn@ 126． com，电子邮件主题请标注
为“第二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投稿 －作者姓名”，论文电子版文件名请标注为“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三、会议说明
1．本次会议限定在 40 人以内，不收取会务费，会议主办方负责与会代表会议期间的食宿费用，交通费敬请自理。
2．论文质量是参会与否的唯一标准，最终入选论文名单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专家匿名评审后，统一在《中
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公布。
3．《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将在参会论文中选取部分优秀论文，直接进入匿审流程，择优刊发。
4．会议联系人:
(1)《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 王姣娜:13910796446，wangjn@ cass． org． cn
(2)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蒋宝麟:18221557772，jiangbaolin@ sass． org． cn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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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外之民”到“水上编户”:20世纪 50年代初鄱阳湖区的“民船民主改革”运动
From Outside of the Country to Administrative District:The“Water Democratic Ｒeform”Move-
ment in the Poyang Lake Area in the Early 1950s LIU Shi － gu
In the early 1950s，while the land society carried out large-scale land reform，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as also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mocratic reform of the waters society，trying to deepen the state power
into the weak region in the past． At the beginning of 1953，“Water Democratic Ｒeform”was carried out
in the major river and lake areas． Take the Poyang Lake area in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mainly
use the fishery archives along the lake counties，as well as the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o deal with
a large number of“Labor contractor”(Batou)and boat people ＇s files，and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Chinese high-level literature，not only to comb the process of“Water Democracy Ｒeform”movement and
the process of waters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untry，and also hope to discuss the old complex struc-
ture of the boat people in the water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der under the inter-
vention of external forces．
Joseon Tongsinsa (Diplomats)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before Imjin War:A
Study Based on Jin Hefeng＇s Haichalu ZHU Li － li
On the eve of the Imjin War many factors affected the Joseon-Japan negotiation that was dependent on
Tongsinsa． The regime of Tushima，for instance，concealed Toyotomi Hideyoshi ＇s intention of invading
Korea for its own interest;and at the same time Tongsinsa of diverse origins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as re-
gards Hideyoshi＇s intention and plan． In addition，the complex internal conflicts also influenced Korea＇s
foreign policy． For these reasons，the War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misinformation and misconception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termediaries with conflicting interests．
Ｒai Sanyō and The Inscriptions of Mr． Sanyō(《山阳先生书后》) ZHANG Dong － yang
The Inscriptions of Mr． Sanyō，a 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in classical Chinese by Japanese literary giant
Ｒai Sanyō(1780-1832)，first pressed in 1836，was the essence of Ｒai Sanyō＇s academic ideology． This u-
nique book was a sensible comment on the books and records of China and Japan，not only reflected Japa-
nese Kokugaku matured in mentality，but also a completion sign of the Japanization of Sinology．
Study on the Chinese Influence on U． S． Ｒyukyu Policy(1945-1969)
CHEN Jing － jing，CHEN Ming
The US military base in Ｒyukyu Islands was connected with China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Especially af-
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containing China had been one of the Ｒyukyu base＇s
major tasks in the Far East． The U． S． policy towards Ｒyukyu had been undergoing changes continually
from 1945 to 1969，with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adjustments being the changes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particularly in Japan and China． Fundamentally，the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Japan，including the
country＇s increasing power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power of the ruling party，were the decisive factors be-
hind the US＇ Ｒyukyu policy． Meanwhile，changes in China，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perception of
China，were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se adjustments towards Ｒyukyu．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the
China factors influenced the making of the US＇ Ｒyukyu policy by using American national archives，and
provides so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regarding China＇s dealing with the US – Japan alliance．
From Culturalism to Cosmopolitanism:the Theme and Standpoint of Levenson Historiography
YE Bin
Levenso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should，on the one hand，respond to the concern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strategy on the trend of Chinese history，on the other hand，put Chinese history in
the mainstream academic discourse of the world． Judaism provided Levenson with what Nietzsche called "
horizon"，enabling him to look for suitable research topics from his own situation． The tension between
cosmopolitanism and Jewish tradition he felt as a Boston Jew led him to the cosmopolitanism of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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